
＊　该文的英文原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40周年“中国现况”学术研讨会宣

读论文(2004年 1月 6-7日),译者:张清津。发表时译文删去近一万字。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

潘鸣啸

提要: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 , 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
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 现在可参
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 , 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 ,
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 至 1980年的上山

下乡运动 , 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
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 它没有得到知青
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 , 从 70 年代末开始 , 公开的抵制出现 , 最终以上山下乡
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 ,但是下乡城市
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 ,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
会。这对他们 , 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

关键词:当代中国　政治运动　人口迁移　知识青年　一代人的形成

　　从 1968年到 20世纪 70年代末 ,有千百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 ,

数年(有些人是 10年)后才得以回城 ,如今他们已经年届 50。这一经历

对他们影响颇深。但西方人对人类史上这一罕见的社会实验所知不

多。在一般公众中 ,很多人对红卫兵耳熟能详 ,知道“知青”的却寥寥无

几。即使在学术界 ,自 1980年这一运动结束后 ,它也一直受到西方专

家的忽视 。

我认为 ,重新评价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不仅因为中国的重

大变迁使我们有了足够的距离感进行历史反思 ,还因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 ,特别是 90年代 ,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史料 ,这使我们能够比以往

更准确地描述这场运动。现在我们可以做出一些重要区分 ,这有助于

我们对这场运动导致的某些重要问题提供更确切的解答。例如 ,本文

主张将1968年之后的群众运动与先前的下乡加以区分 ,并且认为 ,毛

泽东及其追随者对这场运动的动机和设想 ,不同于那些更“务实”的领

导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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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乡:一个历史课题

(一)时段和数字

在中国 ,把城市年轻人下放到农村始于 1955年 ,到 1962年时这已

成为政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但涉及的人数不多:从 1955到 1961年间

不到 20万人①,从 1962到 1966年共有 1292800人 ,一共不到 150万人 。

1966年这项工作因文革的混乱而暂时中断。1968年恢复实行 ,但性质

已大不相同 ,且规模更大。从 1967到 1979这 13年间 ,大约有 1650 万

知青被送到农村(见表 1)。

　表 1　 不同年度下放知青人数和种类＊

年份
下放

总人数

到农村

人数
%

到知青农场

和大队人数
%

到国营或军

垦农场人数
%

1962-1966 1292800 870600 67.3 422200 32.7

1967-1968 1996800 1659600 83.1 337200 16.9

1969 2673800 2204400 82.4 469400 17.6

1970 1064000 749900 70.5 314100 29.5

1971 748300 502100 67.1 246200 32.9

1972 673900 502600 74.6 171300 25.4

1973 896100 806400 90.0 89700 10.0

1974 1724800 1191900 69.1 346300 20.1 186600 10.8

1975 2368600 1634500 69.0 496800 21.0 237300 10.0

1976 1880300 1228600 65.3 415100 22.1 236600 12.6

1977 1716800 1137900 66.3 419000 24.4 159900 9.3

1978 480900 260400 54.1 189200 39.3 31300 6.6

1979 247700 73200 29.6 164400 66.4 10100 4.0

1967-1979 16472000 11951500 72.6 2030800 12.3 2489700 15.1

1962-1979 17764800 12822100 72.2 2030800 11.4 2911900 1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 , 1987:110。

＊根据半官方资料, 1980年的下放人数为 155000人。因资料没区分下放种类 ,所以不便

放入表中(顾洪章 、胡梦洲 , 1996: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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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段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全 ,这是作者按当时报社所发表的数字的估计。



　　根据表1 ,下放人数的变化趋势见下图:

图 1　1962-1980年知青下放情况

　　在这个时期的大多数时间 ,有些知青被允许离开农村返城 、上大

学 、参军或在接收地的城市就业。下文我们将他们称为“返城者” 。

从表 2 看出 , 1968-1980 年间下放知青的人数超过 1660 万 , 而

1962-1980年间几乎达到 1800万。相对于 1980年的 1.34亿城市人口

(见表 4),这是一次相当庞大的人口迁移 。由于不断有人返城 ,实际住

在农村的知青从未达到 900万人 ,虽然在 1977年末接近了这个数字 。

从1968年开始 ,下乡成为强制性的 ,并且原则上成为固定不变的

政策。这一运动称为“上山下乡运动” ,但人们一般称为“下乡” 。本文

将集中讨论这场始于 1968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它是一个特殊的历史

事件 ,而政府在早期下乡中得到的管理经验显然有助于他们管理这场

运动 。

(二)中外研究状况

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初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外国学者的一

个热门话题。有两本书对这一运动作了全面而且很有见识的论述:一

本是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

(Bernstein , 1977),另一本是托马斯·沙平的《中国青年的下乡运动:

1955-1980 》(Scharping , 1981)。前一本书已被视为这个主题的必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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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各年度累计的下放和返回(1962-1980)及在乡(1973-1980)的知青人数

年份
1967年以来

累计下放人数

1962年以来

累计下放人数

1962年以来

累计返城人数

累计返城

比例(%)

在乡的

知青数＊

1962-1966 1292800 缺 缺

1967-1968 1996800 3289000 缺 缺

1969 4670600 5963400 缺 缺

1970 5734600 7027400 缺 缺

1971 6482900 7775700 缺 缺

1972 7156800 8449600 缺 缺

1973 8052900 9345700 4013500 42.9 5332200

1974 9777700 11070500 4617000 41.7 6453500

1975 12146300 13439100 6014900 44.8 7424200

1976 14026600 15319400 7367400 48.1 7952000

1977 15743400 17036200 8397500 49.3 8638700

1978 16224300 17517100 10950700 62.5 6566400

1979 16472000 17764800 14904600 83.9 2860200

1980 16627000 17919800 (16764800)＊＊ (93.6) (100000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 , 1987:110-111;顾洪章 、胡梦洲 , 1996:193 、 301。

＊作者根据下放人数及返城人数推算。

＊＊括号内的数字是作者的估计。

考书 ,后者也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严肃学术著作 。但这些研究针对的问

题是(当时)“目前的情况” 。从 80年代到 90年代 ,国外学者鲜有人问

津这个话题 ,它被中国人自己接了过去。先前的国外研究起了抛砖引

玉的作用 。由于能够找到的外国资料有限 ,为数不多的前知青认为 ,他

们研究自己的历史比外国人更有优势。他们还设法说服编辑 ,这是个

合法的学术课题 ,不应只让西方学者去做 。① 1992年第一本下乡运动

史出版(火木 , 1992);翌年另一本书问世(杜鸿林 , 1993),它完稿于

1990年 ,但由于题目的“敏感性”而遇到许多阻力。继这两部开山之作

之后 ,中国学者的最佳成果是四名前知青于 1994年到 1998 年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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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在 1989年发表在《海南纪实》上的文章似乎在这方面有点用处 ,见米歇尔·伯恩(潘鸣

啸),1989。



的著作(何岚 、史卫民 , 1994;刘小萌等 , 1995;史卫民 、何岚 , 1996;定宜

庄 ,1998;刘小萌 ,1998)。曾经负责知青工作的高官也出版了两本资料

翔实的著作(顾洪章 、胡梦洲 ,1996;顾洪章 、马克森 ,1996)。①

自该运动末期以来 ,还出版了大量的背景资料参考书 ,涉及当时的

人口 、劳动力 、经济状况和教育等情况。自 20 世纪 90年代至今 ,除了

学者和官方资料外 ,还有汗牛充栋的回忆录 、记实作品 、文学著作和回

顾反思 ,其中很多颇为有益。因此 ,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对下乡运动进

行历史性的评价 ,既有可能 ,又有必要 。当然 ,这种评价只能属于特定

的时期。

在研究核心问题之前 ,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如果下乡运动是

一个合理的史学主题 ,是否应该把它纳入文革史? 与很多国外学者(还

有少数中国学者)一样 ,我在接受“十年文革”(1966-1976)这个官方说

法时 ,必须做出重大的保留。如果“革命”一词实有所指 ,那么文化大革

命主要是指群众积极参与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期 ,它应

该结束于 1969年 4月“九大”的召开。“九大”标志着政治和行政秩序

的恢复 ,公开宣布了文革的“胜利” 。由此看来 , 1968 年发起的下乡运

动应该是文革结束的“起点” ,因为将大批知青下放农村宣告了红卫兵

运动的结束 ,从而消除了全面恢复秩序的最后障碍 。所以严格地说 ,这

一运动的大部分时期都不是文革的一部分 。我认为 ,这个题目之所以

在文革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仅因为它对文革的结束起了作用 ,还因

为它是文革动乱的直接后果。由于被当作重要的“新生事物” , 1978 年

之前没有人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

二 、动　机

　　关于这场运动的最重要的问题 ,显然是中国领导人发动这一大规

模社会实验的动机。将知识青年下放农村的政策 ,为何在 1968年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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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场运动 30周年的 1998年 ,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热达到顶峰。目前这一研究热已过 ,但

中国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持续 ,新的侧重点是口述史(参见刘小萌 , 2004)。 借助于口述史

是为了弥补难以获得的文献档案。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研究被容忍 ,但难以获得官方支
持 ,因此得不到研究经费 ,学者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时被删改

也是难免的。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中英文研究 ,还可参见邱新睦 ,2003。



新出台? 它为何采取了让大量城市中学毕业生参与其中的这种新的群

体运动形式?尽管造成了种种问题 ,它为何还能持续十几年 ?

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 ,因为有各种动机混杂其中。下乡政策显

然具有多种作用 。领导人的某些意图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另一些动机

也许更重要 ,却很少被提及。甚至还有一些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

的动机。这场运动的理由主要来自毛的几条语录 ,它们以黑体字的形

式不断出现在报纸上 。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领导人可能有不同的目的 ,

虽然没有公开表示 ,却影响着他们的行动。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 ,消灭社会差别);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 ,强化毛的权威);

———出于战略考虑的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

区);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一)意识形态—政治动机

意识形态动机在 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突出地位 ,上山下乡基

本上被说成一种思想改造形式 。毛泽东在 1968年 12月 22 日的著名

指示 ,对发动这场群众运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它给上山下乡提供的

惟一理由是 , “知识青年”需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根据大

量文章的解释 ,再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思想“革命化” , “为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从 1960年就一直发出警告 ,中国有可能

“变色” ,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新的一代人可

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 ;而且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 ,

“知识分子”要想挽救自己 ,避免成为贪图享乐的修正主义者 ,惟一的出

路就是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

在上山下乡的宣传中 ,城市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被赋予意识形

态的高度重要性 ,这是消灭“三大差别” 、步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步骤。根

据斯大林的说法 ,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 、城乡差别 、体力劳动与脑力

劳动的差别(斯大林 , 1974:25-30)。在著名的“五七指示”(1966 年)

中 ,毛赞成逐步消灭三大差别 ,号召各行各业都要兼学别样 。从这个角

度看 ,知识青年变成农民要比变成工人更好 ,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消灭脑

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还有助于消灭城乡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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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为了防止城市青年变成“修正主义者” ,他告诫他们要到他和

其他中共领导人锻炼过的农村去。这项政策与不让中学毕业生直接上

大学的“教育革命”结合在了一起。中学毕业生至少要参加两三年生产

劳动 ,然后根据劳动表现和政治觉悟 ,而不是知识水平 ,由群众推荐上

大学 。

下乡“战略”对于向共产主义进军固然重要 ,却不能掩盖 1968年末

的紧迫形势和急需解决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没能给中国

找到一种真正的新政治秩序 ,所以他有时也想恢复一部分旧秩序 。主

要措施是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很多红卫兵拒绝结束争吵 ,暴力事件

在1968年仍然时有发生。1968年 7月 ,毛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恢

复秩序 ,并尝试把青年送到黑龙江和内蒙等边疆地区 。但许多红卫兵

抵制恢复秩序 ,只有很少的人自愿离城 。于是毛在 9月发出两条指示 ,

并在 12月 22号最终做出了让知青等“闲散”人员大规模下乡的指示 。

可见 ,下乡运动显然跟结束红卫兵运动 、消除这些造反青年一旦在城里

无所事事可能带来的麻烦有关 。这是毛否定红卫兵的一种方式 ,他本

人在夏天就已训斥过五个红卫兵领袖。

下乡运动的这种政治动机从未公开承认 ,宣传上始终坚持它的根

本政治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当时这句话

的意思是:“巩固毛泽东的政治权力 ,防止刘少奇式的修正主义者反

攻” 。实际上我们看到 ,直到毛泽东去世前的日子 ,下乡运动一直在“两

条路线的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一场让千百万人的一生发生重大

变化的大规模社会实验 ,加强了毛泽东本人建立在意识形态和领袖个

人威望基础上的权力 。

可见 ,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未公开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

这场运动的另外两个主要动机也有类似的联系。

(二)社会经济动机

除了意识形态动机外 ,当时的宣传部门也强调知识青年对“建设社

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性 。毛泽东早在 1955年就说过“一切可以到农

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 ,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

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这样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来

自农村的高小毕业生 ,他们被要求回到自己的乡村 ,在新成立的合作社

中担任会计 、技术员和教师之职 ,但也动员了一部分城市青年到落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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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荒种地。这项措施是对苏联类似的大规模政策的温和模仿 。赫鲁

晓夫在1953年推出这项政策 ,后由勃列日涅夫付诸实施 ,它至少在 20

世纪 50年代具有一些正面效果(见McCauley , 1976)。但在中国 ,这一

实验及后来向业已存在的村庄转移人口的做法 ,效果却不甚了了 ,因为

它不具备使苏联相对成功的两个要件:农业机械和一部分下放青年的

农业知识 。事实上 ,这些城市青年只不过被要求做一些体力活 ,他们根

本不可能做得跟那些从小干惯了农活的农村青年一样好;他们也没有

受过农学教育。无论如何 ,在整个转移过程中 ,有些城市知识青年能够

运用自己的基础知识 ,担任教师 、会计 、赤脚医生或(极少数情况下)干

部 ,他们也能为农村的发展做出某些有益的贡献。但在很多地方 ,回乡

的农村知识青年就足以填补这些职位。只有极少数城市知青能获得这

类工作 ,大多数人只能干农活 。

1968年强调的是再教育 ,但也提到了农村发展需要知识青年和其

他城市“闲散人员”。事实上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农村 ,根本不需要知青

的劳动力 。需要为知青下乡找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 ,那就是无业青

年给城市带来的负担 。

我们不难理解 ,何以当时的宣传总说农村可以大有作为 ,而对这种

明显的问题只字不提 。文革之前 ,那些既无法继续上学 ,也得不到稳定

工作的过剩的城市年轻人给城市带来的压力 ,已经引起注意。官方早

在20世纪 50年代就表示需要限制城市发展 ,这导致了户口制度的创

立(Cheng &Selden , 1994)。1962年后 ,转移城市知青已经成为由专门

机构从事的日常行政工作 ,国务院甚至制定了有关这一问题的长期计

划(顾洪章 、马克森 ,1996:39;定宜庄 ,1998:218-222),它是建立在对人

口和经济发展的预测上 ,对令人忧虑的城市就业前景显然起着决定性

作用 。

需要注意的是 ,该计划有两个重要的局限性:

第一 ,它完全受制于斯大林式的经济发展思想 ,即把大型国有企业

和快速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地位 ,大量提取农业剩余 。当 1978年末认

识到这种模式行不通时 ,大量增加城市就业很快便成为可能 ,而这主要

是因为不再对轻工业 、服务部门以及小型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限

制(Bonnin , 1988);

第二 ,它仅有“科学”的表象。实际上 ,领导人对未来几年的人口和

经济发展趋势并无精确的认识 ,他们仅仅依靠直觉行事 。由周恩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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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制定的 15年或 18年计划从未实现 ,因为文革使这些构想化为泡影 。

1973年 ,周恩来利用较为有利的形势 ,再次试图制定一项 1973-1980

年的计划 。这表明领导人的脑子里一直认为有必要把城市青年向农村

转移 ,但对这个问题的客观性质并不十分清楚 ,实际上这一政策的兴衰

也不是由后者决定的 。

1968年 ,在学校停课 、工业停滞两年多之后 ,文革初期还在上中学

的几百万学生的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 。对 1966-1968 年毕业的所有

学生来说 ,要在城市经济中得到一份工作殊非易事 。大学俱已关闭 ,更

年轻的一代人等着上中学 ,大学教育已不是政府财政预算的重点 。于

是 ,除了那些设法在城里找到工作或参军的少数人外 ,政府宣布他们

“已经毕业” ,并被送到了农村 。

大多数外国和中国学者认为 ,城市就业问题是下乡运动背后的主

要动机。但是今天已经不能把就业和城市人口问题放在如此突出的位

置上 。这场运动被彻底终止 ,恰恰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同

龄城市青年进入就业年龄的时刻;1970年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

与人口转移运动的波动之间 ,我们看不到任何关联。表 3 列出了 1954

-1974年间非农城市人口新生儿数量 ,它们与 1970到 1990年间进入

就业年龄的青年数量大体一致 。①

在1970-1976年期间(而且很可能始于 1966年 ,因为 1949年恢复

和平后出生率就开始上升),进入就业年龄的人数是相当多的 。由于

1961年的“坏年成” ,出生率出现小幅下降 ,但新一波高出生率将使 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劳动力市场更加人满为患。此后数量开始下降 ,但

直到 80年代末一直很高 。因此 ,如果把向农村转移城市青年当作解决

城市就业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法 ,那么这一政策本应在 1968年后持续

20年。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转移仅仅维持了 10 年 , 1979 年大

量知青开始返城 。从人口学角度看这一年情况最糟 ,因为它是中国历

史上城市就业状况最紧张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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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没有扣除死亡人数 ,这一年龄段的死亡人数不是太多 ,且对总体趋向没有重要影响。

有关下乡运动统计数字的主要难点是 ,就这方面的情况(与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情况一

样)而言 ,与城市人口惟一相关的标准是拥有非农户口的城市人口。不幸的是 , 1982年人
口普查后官方选择了另一个标准 ,所以大多数回顾统计都没有提供与这个标准相一致的

数据。但我们有足够的数据克服这个难题 ,至少是部分克服。



　表 3　 非农城市人口的新生儿数(1954-1974)＊

年份 出生率 新生儿数量 16岁时的年份

1954 42.45 3167000 1970

1955 40.67 3099000 1971

1956 37.87 2990000 1972

1957 44.48 3687000 1973

1958 33.55 3179000 1974

1959 29.43 3150000 1975

1960 28.03 3139000 1976

1961 21.63 2390000 1977

1962 35.46 3621000 1978

1963 44.50 4411000 1979

1964 32.17 3200000 1980

1965 26.59 2666000 1981

1966 20.85 2134000 1982

1971 21.30 2262000 1987

1972 19.30 2102000 1988

1973 17.35 1945000 1989

1974 14.50 1654000 199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 , 1991:592;国家统计局 ,1983:105;Wu ,1994.

＊ 1967-1970年和 1954年之前的城市出生率缺乏数字 ,统计年鉴也没有提供 1961年之

前的城市非农人口数 ,我们采用的是研究者的测算数 ,见 Wu , 1994。

　　在 1968年后的下乡运动中 ,显然不是就业问题发挥着关键作用 。

当然 ,人们仍可以认为它在领导人的头脑中起着关键作用 。但这种假

设也受到严峻的挑战 ,因为证据显示 ,在“十年文革”中 ,到城里就业的

农民数量与下乡知青人数大致相等。截止到 1976 年底 ,农村大约有

800万知青(见表 2);而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的所有资料都证明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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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到 80年代初 ,至少有 800万农民在城市就业并转为城市户口 。① 在

70年代末退休的人中间 ,按照顶替制度 ,甚至允许他们的一个农村子

女顶替他们。②

显然 ,就业问题是文革前下乡的主导因素。但从 1968年开始 ,强

调的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 ,这深刻改变了转移政策的意义和后果 。

在1969年2-3月(正好是大规模下乡运动的初期)召开的计划会议

上 ,周恩来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回答了某些代表提出的问题:如果城市

工厂需要劳动力怎么办(见顾洪章 、马克森 ,1996:85)。这些问题表明 ,

下乡政策完成了一次重心大转移:文革前的问题是城市青年在城市找

不到工作怎么办 ,文革后的问题则成了到哪里寻找劳动力以代替下放

知青 。

我们只要看看城市增长问题就可以清楚 ,在大规模下放时期(1968

-1977),知青和数百万其他城市居民(干部 、知识分子 、“闲散人员” 、坏

分子)的外迁所带来的“成果” ,都被农村居民的永久性迁入抵消了。

上表表明 ,在 1968-1977年间 ,尽管有将近 900万知青 、外加几百

万其他城市居民(大约 300-500万)从城市迁出 ,但存在着大致的平

衡。这似乎表明 ,要么从农村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多于 800万 ,要么是这

个数字包括了与他们合法团聚的家属。

由此可见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文革之后的下乡运动而言 ,就业

和控制城市化的问题是从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的 。这并不是说负

责具体落实的领导人不起作用 ,但他们对这场运动的规模和形式影响

甚微 。毛泽东在 1966年宣称 ,任何时候都要“政治挂帅”③ ,他为了在下

乡问题上让这项指示得到肯定 ,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 。

可见 ,下乡运动的动机是多重的 ,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有所变化 ,

这主要由于当时高层有不同意见。从下乡政策和管理的变化上即可看

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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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见 1966年第 1期《红旗》杂志社论。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 1982年 2月 10日:885-886。

参见Feng &Zhao , 1982:126;劳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编 , 1987:319。这些资料提供了更高
的数字 ,显然是因为它们把返城知青人数也算在了下放知青和从农村雇用的“农民”的人

数之中。后来的文献表示 , 1976年以前一共从农村雇用了 1400万人 ,包括 800万农民和

600万知青(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编辑部 , 1990:138)。 800万的数字可能偏低 ,因

为它来自另一份官方资料提供的 1971-1972年的数字 ,见“中国劳动人事年鉴”编辑部 ,

1989:195-211。



　表 4　 净非农城市人口的移民数(1968-1980) (单位:百万人)

年份
非农城市

人口总数

总增长

%

自然增长

%＊

净移民

人数

知青转移

人数

其他净

转移人数

1965 98.34

1966 99.65 1.31 1.51 -.20

1967 102.73 3.08 1.54 1.54

1968 101.36 -1.37 1.56 -2.93 -1.99 -.94

1969 100.65 -.71 1.54 -2.25 -2.65 .40

1970 100.75 .10 1.54 -1.44

1971 102.45 1.70 1.62 .08

1972 106.24 3.79 1.46 2.33

1973 109.02 2.78 1.33 1.45

1974 110.08 1.06 1.01 .05 -1.12 1.17

1975 111.71 1.63 1.03 .60 -.97 1.57

1976 113.42 1.71 .73 .98 -.53 1.51

1977 114.95 1.53 .90 .63 -.69 1.32

1978 119.94 4.99 .99 4.00 2.07 1.93

1979 128.62 8.68 1.07 7.61 3.71 3.90

1980 134.13 5.51 1.14 4.37 1.71 2.66

1968-1970 -1.98 4.64 -6.62

1971-1977 14.20 8.08 6.12

1968-1977 12.22 12.72 -.50

1978-1980 19.18 3.20 15.98 7.49 8.49

1968-1980 31.40 15.92 15.48

　　资料来源:White , 1982:615;“中国经济年鉴”编辑部 , 1983:VIII -3;国家统计局 , 1983:

105。

＊自然增长数是根据包含了农业人口的 1983年的城市出生率计算的。非农人口的实际

出生率应当略有不同 ,但二者差别不大 ,这可以从对“城市人口”的两种不同界定的出

生率在两个不同年份的比较中看到:1965年是 27.6对 26.59 , 1978年是 14.1对 13.56

(参见国家统计局 , 1981:89 , 198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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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划与组织:最高层之间的关系

　　从文革伊始到 1976年毛去世 ,各级官僚的表现确有些悲壮。最高

领袖的政治理想把这个大国搞得动荡不安 ,他们则费尽心力地试图按

照“科学唯物主义”为它建立某种秩序和计划 。根据中国学者和离职干

部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撰写的著作 ,我们现在对主要领导人在下乡

问题上的想法和行动 ,以及他们对这场运动的行政管理 ,才有了更好的

了解 。

政府对文革前的下乡活动尝试过认真的计划和组织。为此专门建

立了一个机构 ,负责为全国和省级的下乡活动起草计划和组织日常会

议。① 周恩来总理在 1963年 6月提出了一个 15年计划 ,它很快又变成

了18年计划。该计划认为 ,刚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在两年后收

到成效 ,当 16年后年轻人达到就业年龄时 ,将发生劳动力供应的下降 。

这个非常粗略的纲领性文件从未公布过 ,但每年都制定一个计划 。

1964年 1月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向农村安置城市知青的领导小组 ,由

当时分管农垦局的副总理谭震林任组长 。由于当时的下放工作是根据

自愿和半自愿的原则加以组织 ,谭似乎很清楚说服大量知青离城的困

难。在1965年秋的一次会议上 ,他提出了一个旨在将 1100-1200万知

青下放农村的 15年计划 。在会议刚开始时 ,他预计在第三个五年计划

期间(1966-1970)将有 600 万青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 ,但他在会议结

束时预测 ,这一时期只有 366万人能够离城(见顾洪章 、胡梦洲 ,1996:

76-79)。

文革使所有的长期计划落空 ,专职部门都被撤消 ,大多数知青也趁

机返城。但在 1967年底和 1968年初 ,他们又被强制返回农村。

当下放工作在 1968-1969年以更大规模重新启动时 ,强调的是干

部群众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情 ,而不是计划和组织。谭震林在 1967年

2月被解除官职 ,此后领导小组及其管理部门中央安置办也撤销 。进

驻所有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竭力贯彻毛的指示 。现在我们知

道 ,即使在这些混乱日子里 ,中国的官僚仍然恪尽职守 ,落实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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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1962年到 1982年负责下派工作的官方机构的演变 , 参见顾洪章 、胡梦洲 , 1996:245

-250。



的决策。然而安置办虽然备受批评 ,领导也被撤职 ,它却仍在“秘密”工

作 ,并两次搬家(见顾洪章 、马克森 , 1996:89 、93)。1969 年 12月 ,它脱

离农垦局与劳动局合并 ,该局的军代表成了它的领导 。当时有两名干

部在中央一级负责 1960年以来下放的大约 600万知青的工作 。1970

年6月 ,这个局更名为“安置小组” ,被并入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的劳动

局。它的名称从未见于报端 ,但一直存在并出版一份内部通报 。在

1969年2 、3月间的国家计划会议上 ,决定该年下放 400万知青到农村 。

这一庞大的数字完全是以当时的革命热情为基础 ,表明了此项计划未

必反映着经济理性 ,而是用于把乌托邦变为现实。

1968年 ,为管理下放工作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 ,由于这项工作是

在地方一级展开 ,所以它们有不同的名称 ,职能也略有不同 ,隶属于不

同的部门(见刘小萌 ,1998:275-284)。直到 1973年 ,在有利的政治形

势下(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开始着手对这场运动加以整顿。然而毛

泽东后来又使这场在 1971-1972年失去动力的运动重新复活 。1973

年4月 27日 ,周召集了一个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下乡运动 ,表示要对毛

的愿望迅速做出反应 ,同时将文革前下乡工作中的经济理性 、良好的管

理和计划重新引入这一运动。

1973年以后 ,这一运动无疑得到了更好的计划和组织。这年 10

月 ,成立了负责知青安置的领导小组“知青办公室” ,对贯彻领导的决定

起了重要作用。但知青办隶属的领导小组在 1976年以前并不存在 ,原

因不详。知青办干部为一个不存在的领导小组工作 ,并没有明确方向 。

当它在 1976年终于成立时 ,知青办成立已经快三年了(顾洪章 、胡梦

洲 ,1996:136 、247)。1973年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提出并在随后推行的

改革 ,又给下乡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 ,使下放青年的人数再次增长 ,这

也意味着对某些极左意识形态目标的摒弃 。例如 ,免予下乡的条件种

类增多了 ,这与全面下乡的潜在要求是相悖的;知青主要下放到他们所

在城市的郊区。在全国知青会议之后形成的株洲模式中 ,将知青与农

民分开 ,在独立的农业单位中劳动 。

1973年的改革为 1978年之前的下乡运动制定了大方向 ,这似乎是

意识形态与理性的管理之间的某种妥协 。但这种妥协是脆弱的 ,经常

被动摇。大学高考的恢复导致了张铁生事件 ,激进派把这个在考试中

交白卷的人称为英雄 。极左派也开始抨击官僚 ,揭露一些干部为了让

子女回城或上大学而走后门。然而毛泽东怒斥了这种抨击 ,他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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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中说 , “走后门的也有好人 ,走前门的也有坏人 。”同时江青给河南

的一个知青写信 ,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批孔运动 ,赞扬他们“扎根农村取

得的成就”(刘小萌 , 1998:548-555;顾洪章 、马克森 , 1996:126 -

127)。这是极左派把知青争取到自己一边而做的努力 ,他们“批周公” ,

反对温和派允许知青下放几年后返城的做法 。由于周恩来对宣传部门

发出严厉批示 ,这封信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响应 ,但也没有挡住他们利

用一些知青典型去反对周恩来和他去世后可能接班的邓小平。

“四人帮”后来攻击邓小平时 ,便是在下乡政策和大学生选拔方式

上大做文章。极左派抨击他赞成知青返城 ,他们要让知青扎根农村 ,成

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而邓小平则要“拔根”。实际上 ,当时的“拔根

派”并不反对知青下放 ,但他们赞成轮换制度 。负责下乡运动的官员在

这一问题上持有轮换还是定居两种意见 。这是知青办一直要求抓紧成

立领导小组的原因之一。但采取主动的依然是毛泽东 ,起因还是一封

“群众”来信 。1976年 1月 16日 ,两个陕西村民给毛写信说 ,他们无法

在城市工厂就业 ,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 。让

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 ,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 。毛在这封

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 ,先做准备 ,然后

再一次给予解决 。”为贯彻毛泽东这最后一条有关下乡问题的指示 ,领

导小组终于建立起来 ,由陈永贵任组长。他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做

准备。由于意见分歧 ,准备工作颇费周折 ,以至于 7 月 28日唐山大地

震时准备工作仍未就绪。在极左派影响下写成的一个报告于 8 月 28

日送交当权者 ,但 9月 9日毛的去世中断了所有准备工作(顾洪章 、胡

梦洲 ,1996:130-132)。同时 ,邓小平随后也被撤职 。1976年 9月底的

一篇官方文章宣称 , “发动和领导”批邓斗争的原因之一 ,就是毛强烈反

对邓小平修改下乡政策。① 事实上 ,毛在生前绝不允许其他领导人质

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乡观点 ,更一般地说是他的教育方针。

从1962年到毛去世 ,毛对下乡运动的想法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

政治动机 ,而温和派领导的想法则主要取决于他们认识到的经济必要

性。但从长期来看 ,每一方都需要对方。只有毛的最高指示才能动员

千千万万的百姓及干部 ,但是实际工作只有庞大的官僚队伍才能实行 。

在下乡运动期间任何领导人都不反对下放政策 ,毛去世后依然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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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在 1977年仍然热心维护这一政策。

1978年末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 。基本

设想是 ,下乡政策终将取消 ,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和人口过剩的

问题 ,这项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当时仍有必要对下乡运动给予积极评

价 ,虽然必须否定“四人帮”对政策的歪曲。邓小平曾在 1978年 3月的

内部讲话中表示 ,对于下乡带来的问题 ,长久的解决办法是在城市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 。① 但这次知青会议决定 ,目前仍有必要让一部分知

青下乡 ,但要改善条件。对于那些下放时间已久 、有家庭困难和健康问

题的知青 ,可以允许返城 ,其他人仍要留在当地。这次从 10月 31日一

直开到 12月 10日的全国知青会议做出的决定 ,未能阻止大量知青在

1978年到 1980年间返城和这一时期下放人数的大幅降低(见表 1和图

1)。主管部门在 1979年仍竭尽全力贯彻会议决定 ,但下乡运动终于在

1980年全面停止。1981年 11月 25日 ,在大多数知青已经返城的情况

下 ,中央知青办也完成历史使命 ,它被并入劳动总局下面刚成立的就业

司。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知青的大量返城 ,正值人口史上最严峻的

时期(见表 3),结果为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就业问题 。虽然政府采取了

重大措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但这些问题仍延续了多年 。

四 、社会抵制的形式和效果

(一)失效的融合导致消极抵抗

由于种种原因 ,知青并未融入农村社会 ,他们没有变成“社会主义

新型农民” ,对此只能做一概述 。第一个原因是 ,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

自愿 ,而是被迫成了志愿者;其二 ,与他们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 ,物

质 、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自食其力 ,只

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其三 ,农村并不真正需要他们 ,而是把他们

当成负担 ,这种状况给外人融入农民社会总会遇到的一般困难雪上加

霜;其四 ,要求知青学习的是理想的农民 ,而现实中的农民与理想的农

民相去甚远 ,结果 ,那些在农村呆了数年仍然无法返城的知青 ,成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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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1978年主要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无法证实的)内部表态 ,参见顾洪章 、胡梦

洲 ,1996:153-162。



村的边缘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满怀忧虑 ,与那些能够离乡或当初

没有下乡的知青相比 ,他们觉得自己的处境太不公平了 。

因此出现各种形式的社会抵制也就不足为怪 。1978年之前 ,这种

抵制主要是消极的 ,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 。

异端行为经常出现 ,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 ,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

文化或“类”文化 ,如知青歌曲或地下文学。①

当时对整个社会气氛最具破坏力的 ,也许是几乎所有知青为寻找

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 。知青们的命运与城里人的状况之

间的巨大差异 ,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 。正是在那个

时期腐败迅速扩散 ,这主要是因为知青及其父母为获得离开农村的资

格而不择手段。同时 ,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意味

着最不道德的人生存)在人们的思想中广泛传播。由于害怕失去回家

的机会而拒绝结婚 ,或者相反 ,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结婚 ,给知青

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

她们离开农村的干部发生性关系。成千上万的人采取了非法返城的过

激措施 ,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在边疆地区 ,有些人甚至

非法越境 ,这要冒很大风险 ,而且有可能意味着永久流亡。各种形式的

消极抵抗 ,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

用。②

(二)有利的环境导致积极和成功的抵制

虽然舆论宣传仍在动员下乡 ,但整个社会已对下乡运动怨声载道 。

1973年的变革部分地是为了应付这项政策引起的最突出的难题 。但

它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结果是不满情绪有增无减 ,特别是在毛去世

和“四人帮”被捕后 ,人们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运动 ,虽然华国锋表示坚决

执行这项政策 ,但是很多知青认为时机已到 ,不可错过 。这一代人对官

方态度的转变至关重要 ,他们并不想等到全国知青会议有了结果后再

采取行动。③ 10月底 ,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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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0月 31日召开的全国知青会议由于在该问题上争论激烈 ,直到 12月 10日才结束。

这里对下乡运动的社会和道德后果的描述 ,是对我的著作(Bonnin , 2004)第 11章的概括。
它是根据访谈、文学作品和各种已出版的证据完成的。

关于类文化的资料目前很多。两个很好的例子是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

京:朝华出版社 , 1993)和任毅的《生死悲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8)。



一开始只是签名请愿和在当地组织游行 ,随后却演变为 5万知青的大

罢工 ,并且派代表去了北京 ,10名代表在北京受到副总理王震的接见 。

尽管这些知青领袖被迫写了自我批评 ,以为政府挽回面子 ,其实这场运

动大获全胜。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到云南访问 ,知青们用下跪痛哭来

迎接他 ,还发生了一次集体绝食抗议。这次访问之后 ,有关部门便做出

了与最近的全国知青会议决议相反的决定 ,云南农场的知青与插队知

青一样 ,都有资格获得回城的机会 。因此 ,当《人民日报》把知青代表的

自我批评和王震的严厉批评一起发表后 ,几乎所有的知青立刻向农场

领导告别 ,他们挤进一切可能的车辆去昆明 ,然后坐火车返回自己的城

市(上海 、重庆 、成都 、北京)(刘小萌 , 1998:747-748 ,2004:436-438;顾

洪章 、胡梦洲 ,1996:180-181)。云南知青的行动最引人注目 ,且具全

国性影响 ,不过当时其他许多地方的知青也采取了行动 。在黑龙江的

北大荒 ,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挤进火车打道回府(顾洪章 、胡梦洲 ,

1996:182;火木 ,1992:318)。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戏谑地称为“胜利

大逃亡” 。①

全国知青会议允许那些生病或有具体个人问题的插队知青回家 。

由于社会普遍抵制的运动 ,这种许可使那些无法通过顶替制度回家的

知青都回了家。很多医生很容易被说服为知青提供(或卖)证明 ,也不

难让大多数干部相信插队知青或他们父母的生活确有困难 。“回城风”

之猛让政府很难大力反对 。但知青会议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人不能

回城:下放到国营农场的(他们按月领工资);已在当地城市就业的;已

在农村结婚的。很多抗议主要是由这三种人组织 ,原因即在于此 。他

们行动的结果是 ,大多数被安置在农场的知青都得以返城 ,只有一种例

外:1963-1966年下放到新疆的 10万上海人 。从 1979年春到 1981 年

1月 ,在云南知青的鼓舞下 ,他们先后组织了四次集体行动 ,但当时只

有极少数人得到允许回上海定居。大多数呆在新疆的人(或被迫返回

新疆的人)都在 80年代中期非法回城 ,因为在新疆实行了“家庭农场”

制度后 ,他们失去了生存手段。由于他们的原籍城市当时拒绝提供居

住许可证 、住房或工作 ,使数万人过着悲惨的生活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

90年代初都拿到了城市户口 ,但很多人的生活十分艰难 ,他们没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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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很多文章描述过这一过程 ,其中之一是刘小萌 , 1998:738。



会保障 ,进入老年后也领不到退休金 ,虽然他们举行过无数次集体行

动。①我对有关这一特殊群体的各种可能的解释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

论是 ,当时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央政府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困境 ,则要归

咎于中国大陆这个最富裕城市的冷漠。

至于那些已在当地城市安排工作的知青 ,他们的相对分散性使他

们无法诉诸集体行动 ,但其中一部分人也通过个人活动设法回了城 。

只有下放到山西的北京知青 ,他们中间获得非农工作的人数比例达到

不同寻常的 50%②。但仍于 1985年和 1986年在首都组织了小规模的

集体行动表达回城愿望。不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直到 90年代初才

得以返回北京。③

夫妻知青也终于获准回城了 ,但夫妻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却面临

着新问题 。他们不得不在各自的原籍城市两地分居 ,同时力求找到面

临同样问题的夫妻对换户口。最困难的是那些与农民结婚的知青 ,按

规定是不允许他们回城的 ,政府打算在他们村庄附近的地方给他们找

一份非农工作 ,后来又在附近的城镇给他们安排工作。这引起了离婚 、

精神病甚至自杀 ,因为很多知青(大多数是女性)对自己的婚姻追悔

莫及 。④

由此可知 ,除了情况特殊的极少数知青外 ,自 20世纪 60年代初以

来下放的所有知青 ,都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回了城。下乡运动发动和

结束的两次高潮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但后一个高潮更重要:从 1968

年底到 1970年间 ,大约有 500万知青下乡 ,而从 1978年末到 1980 年

初 ,大约有 600万知青返城 。知青通过积极和消极抵抗 ,终于使这一运

动寿终正寝 ,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 ,远远超出领导人的初衷 。此外 ,

1978年到 1980年期间的下放知青的条件虽然大为改善 ,政府的计划数

字也变得较为适中 ,但下放人数仍远低于这一计划 。⑤ 知青会议决定

下放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 ,但在 1980年就突然停止了 。这是 1949

年以后的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案例。对于中国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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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1979年计划下放的人数至少是 80万人 ,但实际只有 247700人离城 ,大约为三分之一。

事实上 ,很多女知青如果得不到父母的帮助 ,为求生存只好嫁给农民。作者 2000年 8月

6日与曾经嫁给内蒙古农民的前北京女知青ZL 的交谈;并参见刘小萌 , 1998:518-519。

2000年 8月 5日作者与一群前知青的交谈。

见 1985年 5月 15日《中国青年报》第 1版。
2001年 7月和 2004年 7月作者与知青M.X.L.、L.Y.O.和 R.L.Z.的交谈。



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当然 ,完全是由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 ,才

使这种成功成为可能 。

在对付1978-1979年的知青集体行动时 ,当局运用了它的大部分

惯常的手段:对示威者按不同类别进行分化;防止串联;批评且常常惩

罚示威领袖;强调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 ,等 。但这些办法并未完全奏

效 ,行动者得益于某些有利的环境 。当时城市社会很大一部分人都饱

受下乡运动之苦 ,因此他们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强大支持 。他们有强烈

的团结意识和归属感 ,要求简单明确 ,对全体知青及其父母都有号召

力。最重要的大概是 20世纪 80年代初 ,改革已经启动 ,而改革前期的

“落实政策”包含着对受害者的补偿 。对比文革期间试图回城的知青可

以看出两者的差别。1966-1967年回城的知青力图对抗的是毛的下乡

政策 ,而在当时 ,个人的利益和要求是无足轻重的 ,不响应毛主席号召

的做法被认为“很自私”。再加上当时知青人数很少 ,大多数人的“阶级

出身”又不好 ,这使他们不易得到别人的同情 。最终他们的要求以失败

告终 。

十年后的政治气氛已大为不同 。在 1978-1979 年的知青行动中

形成的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 ,反映着一种新的社会游戏规则 ,它或多

或少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开始承认存在着一个有自身需要和愿望的社

会 ,为了促成较为和谐的社会气氛和实现四化所需要的经济活力 ,需要

对它们给予尊重;抗议者敢于提出他们的要求 ,而这种要求是限制在一

定范围的 ,必要时还会做出自我批评。作为交换 ,当局也会做出一些实

质性的让步 ,例如云南的情况 。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尚远 ,但乌托邦

式的社会模式也已风光不再。由于 1978年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

了这些变化 ,再发动一场 1968 年那样的下乡运动 ,已经是不可能的

事情 。

五 、中长期后果

(一)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 ,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 1957 -

1977年间 ,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 47%。1978年 ,农

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0.3公顷 ,相比之下 ,日本是 0.7公顷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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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 1公顷 ,美国是 48公顷(见 Yeh , 1984:692)。在这种情况下 ,乡村

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 。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

献 ,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 ,因为当时的政策既未考虑经济收益 ,也没

想到生态平衡。在“十年文革”期间 ,政府投资了 46亿元建立垦荒农

场 ,但收入只有 14亿 ,亏损32亿(见田方 、林发棠 ,1986:76-77)。由于

优先强调“再教育”的目标 ,也由于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 ,这些农场知青

付出的大量劳动一无所获 ,甚至有害。特别是在西北 ,毁林种田和以农

代牧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参见胡焕庸 , 1985;原华荣 ,1985)。20世纪 70

年代末几乎所有知青突然离开农场 ,除了 1979年在南方的春耕期间

外 ,并没有引起大的问题。多年入不敷出的云南国营农场 ,在 1980 年

赢利 4100万元(见顾洪章 、胡梦洲 ,1996:184)。

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 ,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

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

区造成的损失。① 而且它们为时甚短 ,如果像 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

青年承担这些工作 ,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 ,在农村的基本

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 ,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

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 ,才为农村带来了实

质性的改进。

至于“消除三大差别” ,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是在社会文化方面 。

在一个被户口制度严格分离的社会 ,知青的出现② 使农民对几乎一无

所知的城市世界有了更清晰的印象。同理 ,知青也对农村有了亲身体

验 ,后来成为作家 、电影导演或社会科学家的知青 ,也能够与大众分享

他们的下乡经历和反思。但是 ,促进这两个世界相互理解的效果有限 ,

它并没有使两者之间固有的等级差别发生改变。从某个方面看 ,与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相比 ,它甚至强化了城乡差别 ,因为对城市毕

业生及其父母来说 ,获得一份城市工作 ,不管它是什么工作(体力或脑

力),才是最重要的 。20 世纪 80年代初很多有关城市社会的研究表

明 ,在下乡运动和对农村的正面宣传进行了近 20年后 ,城市对农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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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77年 ,吉林省的三个生产队中就有一个要接收知青(《吉林省志》 , 1998:84)。尽管吉林
是接收下放知青比例较高的省份之一 ,但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接

触到了城市知青。

关于获得非农工作的知青占多大比例, 只有少量粗略的统计(见 Scharping , 1981:287 ,

329)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我的访谈资料 ,估计这个比例为 15%左右。



农业劳动的歧视仍很严重 。①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 ,因为双方的相互了解只能使一个事实变得更

加醒目:生活在城市拥有很多特权 ,如享受食品补贴 、福利和文化活动 。

在下乡运动期间 ,城乡之间的客观差距并未降低。农业和非农业人口

的消费比例从 1967年的 1:2.26上升到 1977年的1:2.91(国家统计局 ,

1983:484)。下放知青增加了农村的人口压力 ,因此只会扩大城乡差

距。下乡运动对缩小城乡人口的身份差距也不起任何作用 ,因为它并

没有使户口制度发生改变。相反 ,这一政策更加突显了拥有城市户口

的重要性 。毛去世后的经济改革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 ,在减少城

乡差距方面更加有效 ,尽管这种差距至今依然很大 。

在降低工业化成本和减少失业方面 ,也没有带来正面的“收获” 。

1968年出现的就业问题主要是文革引起的 ,只要严格贯彻阻止农民进

城找工作的规章条例 ,这一问题在几年之内就能得到解决 。然而我们

看到 ,在下乡运动期间 ,城乡之间其实仍然存在人力交换。尽管把知青

转移出城 ,固定员工的数量仍持续增长 ,而 1967年到 1977年期间的工

业生产率却在下降 。工业投资的利润率从 1966 到 1976 年间下降了

44.1%(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 , 1987:224;Li , 1984)。从长期来看 ,

文革后的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 ,因为

进城取代下乡知青的农村居民数量和返城知青的数量加在了一起。下

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1979年就业缺

口为 2000万。很多青年 、新毕业生和已经不太年轻的知青 ,不得不等

待数年才能找到工作 。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一些紧急措施 ,

如对劳动效率有害的顶替制度 。但从长期来看 ,这也促使他们采取一

些新的措施 ,如做出有利于轻工业和服务业的调整 ,恢复私人和集体所

有制 ,改革工作分配制度 ,它们都加快了向更有活力的经济的转变(见

Bonnin , 1988)。因此可以说 ,知青返城比他们离城对城市经济更有利 ,

因为这迫使政府放弃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制度。

即使我们只考虑下乡运动的时期 ,下乡政策似乎也没有给中国经

济带来任何好处 ,当然也不会对政府财政有什么好处 ,它为安置知青而

背负着沉重负担 ,尤其是 1973年为改善知青生活条件而进行改革之后

175

论 文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① 1978年底 ,政府仍然把“创造一个务农光荣的社会新风尚”作为工作内容(见 1978年 12

月 15日《人民日报》第 4版)。



(见表 5)。

　表 5　 安置知青的政府支出(1962-1979) (单位:千元)

年份 财政支出＊ 实际支出
建房用木材

供应量(m3)＊＊

建筑面积

(m2)

1962-1972 2501310 1986818

1973 479500 321849

1974 844013 809960 871281 11234984

1975 900000 930309 796185 12487456

1976 1072750 870760 693002 10396633

1977 948310 821897 619273 8549887

1978 401862 491700 365675 3936152

1979 395226 345674 88377 860851

总计 7542971 6578967 3433793 47465963

　　资料来源:顾洪章 、胡梦洲 , 1996:309。

＊根据该书资料 ,所有财政支出最终都用于知青。余款被用于帮助留在农村的已婚知

青或返城后找工作的知青。

＊＊只是在 1973年后 ,知青住房所用木材供应才纳入政府供应计划。此前无详细数据 ,

上书估计 1962-1979年间的数据为 580万平方米(218页)。

　　上面这些数据仅仅是直接的政府支出 ,它主要包括付给知青的“安

家费” ———虽然这些钱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问题很可能是

杯水车薪 ,不包括地方政府 、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

些单位 1973年后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 ,也不包括维持分管知

青机构的所需开支。据某些地方的估算 ,这些开支与政府的直接开支

一样多(顾洪章 、胡梦洲 ,1996:218;刘小萌 ,1998:842)。这样算来 ,实际

支出大约在 150亿元左右 ,这还不包括被迫为孩子提供大量资助的父

母的支出。在 1968年到 1979年下乡运动期间 ,政府的总支出相当于

同期政府预算的 1.5%。在运动的末期 ,改革派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

些支出的不合理性。据传 ,邓小平曾在内部说 , “国家花了 70亿 ,买了

四个不满意” 。“四个不满意”是指农民 、知青 、知青父母和政府都不满

意 ,这一说法据说是出自李先念之口(见顾洪章 、胡梦洲 ,1996:158)。

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 ,这场运动造成的长期经济损失 ,主要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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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钱意义上的损失 ,而是那个时期教育水平的整体下降。

(二)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 ,显然是为

了结束红卫兵运动 ,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 ,它的后果确

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 、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 ,以及

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 ,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

治上的叛逆倾向 。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 ,以及藉此实

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 ,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

命时期 ,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 。

这两种现象在下乡运动期间也泛滥成灾 ,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 ,

你必须公开宣布自己打算永远扎根农村 ,你要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表示

支持这场运动的信条。这自然会导致对所有理想主义说辞的普遍怀

疑。此外 ,由于对知青进行奖励的决定权掌握在干部而不是“群众”手

里 ,这种选拔制度必然导致阿谀逢迎和腐败。正如我们所见 ,下乡运动

是20世纪 70年代出现的严重道德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 ,在实

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方面 ,它也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变化。工人阶

级子弟因阶级偏见而有所获益 ,但远不及干部子弟:他们的父母地位优

越 ,能够保证让他们返城并获得好工作 。当时只要一涉及干部子弟 ,世

袭制身份继承就会得到加强。与文革之前相比惟一重大的变化是 ,知

识分子家庭背景的大量青年被排除在特权阶层之外。毛的政策未能阻

止“新阶级”重新出现 ,它只是把“坏分子”清除出了这个阶级 。

“按思想品德选拔”的制度 ,从长远看对国家的发展也造成了不良

后果 。当权者试图以此培养“革命接班人” ,而不是高水平的专家 ,甚至

牺牲了普通教育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 ,从 1966到 1976年 ,一代城市青

年几乎一半被下放到农村 ,大学和技校学生数量锐减 ,技校毕业生减少

大约 200万人 ,大学毕业生减少 100多万人(见张化 ,1987:150),城市教

育水平下降 。下乡运动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将学习

成绩与城市青年的前途割裂开来 ,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浪费 ,对“读书无

用论”的泛滥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让城市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

新型农民” ,则是失败的。知识青年变成农民且安于这种身份者微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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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下乡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于实现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 ,而是

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没有成为雷锋那样的纯粹利他主义

者 ,而是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他们对任何绝对理论

都持怀疑态度 ,并且只相信自己。

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

一代人一样 ,他们的幻想破灭了 ,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

观;他们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 ,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

的一代。”① 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 、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

值时 ,这种教育机会的损失就更加可悲 。1977-1978年恢复了高考制

度 ,为给他们提供机会而规定了特殊的年龄标准 ,但他们中间只有很少

的一部分人进了大学 。其他很多人为了挽回部分损失 ,选择了上夜校

和电大。

不过 ,也不能仅仅从负面角度描述这一代人。他们还是“思考的一

代” 。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有所收获。20世纪 70 年代末重新获得

学习机会的人 ,实践经验和知识的结合使他们受益匪浅 ,至少在文学 、

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是如此。虽然这一代人在最高层缺少代表 ,但是

人们公认 ,当过知青的干部和企业家比普通人更务实 、更果断。

知青还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 ,这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团结

意识 ,现在仍然如此 。但大多数人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

他们在改革后的城市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变成城市劳动力的时

间较晚 ,尤其是接受的教育残缺不全 ,使他们过去那个“知识青年”的称

谓颇具讽刺意味 。由于缺少改革后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技能 ,很多十

几岁下乡的人在 50岁时又被迫下岗(见陈意新 ,1999)。

六 、结　语

　　由于有了新的资料 ,与 20世纪70年代相比 ,今天为这场运动的利

弊得失提供一个总体评价要容易多了。伯恩斯坦在其著作的结语部

分 ,对这一下乡“纲领”能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应付过度城市化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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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问题的一种模式表示怀疑 。虽然当时的资料有限 ,但他的回答却

是经慎重考虑的 。他怀疑第三世界的政府将这种政策强加于国民的能

力 ,对是否值得仿效这种做法也持比较谨慎态度(见 Bernstein , 1977:

290-299)。历史已经证明 ,这种政策并没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 ,即使

在中国 ,这项实验的负作用也远大于正面作用。事实上 , “纲领”一词

(意味着它是面临相同难题的国家可以效仿的合理的经济纲领)似乎不

适用于 1968年后中国的下乡运动。知青下乡首先是一场政治和意识

形态运动 。当新领导人决定优先发展经济 ,试图用经济理由维持下乡

运动时 ,那种“合理性”的缺陷就显而易见了 。他们必须考虑到对这一

运动的大规模抵制和它的另一些负面作用 ,曾被说成经济上具有“必要

性”的知青下放 ,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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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event over-urbanisation.Data now available on this period do not support this purely

“rational” explanation and indeed show that Mao' s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motivations

were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s in the launch and continuation of this movement.Until the
end of his life , Mao insisted on pursuing this policy.B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young

urbanites into peasants did not succeed:they resisted the movement , which was eventually
rescinded at the end of the 1970s.This policy fail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objectives.It has indeed shaped a very specific

generation but their mentality is far from the idealistic model of the mid-1960s.Most
members of this generation have been deprived of a normal education , which represents a
considerable loss for them and for the country.However, the movement has produced

some remarkable personalities in the fields of literature ,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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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rumors of “Hairy Man and Water Monster” bel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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